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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
———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杨继国 ，骆革新
(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指出，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
有两个: 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二是有待“孵
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
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是韦伯中国问题的马克思解。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
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
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
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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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1864—1920)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认为，新教
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在《中国的宗教: 儒教和道
教》一书中指出，中国没有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像西
方那样的新教伦理。这就是著名的“韦伯中国命题”( 郭荣茂，2015 )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无论在人口规模、经济
发展水平、交通体系的便利、城市化水平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的开拓、逐利意识和科技
发达程度等诸方面远远超过西方。而且中国也远远早于西方在唐宋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工商业就相当发达，大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无主仆名分”的自由雇
佣劳动现象。( 周广庆，2010) 按理作为比封建会更高一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最早在中国确
立才对。可是，历史的答案却是，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欧确立，中国却成为西方资本主
义瓜分的肥肉，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对于这样的史实，不但中国人很纳闷，外国人也很感兴趣。
韦伯认为，从物质和政治制度等社会条件方面找不到正确的答案，答案就一定在精神层面，即在文
化层面。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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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中国命题”吸引了中国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批从社会学、从文化、从宗教角度探讨中国
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者。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对韦伯命题的批驳
之声也没有停息。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以及“四小龙”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似乎
已“证伪”了“韦伯命题”。对“中国命题”的研究，不但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还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方向，直接影响到中
国的未来，影响到“中国梦”能否实现。但至今对“韦伯中国命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尝试
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并解决这一问题。
国内理论界围绕“中国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这些“中
国命题”答案的观点虽然很多，归结起来不外乎“多因素论”( 夏振坤、占俊英，2002) 与“单因素”论
( 朱华，2001; 刘孟嚷，1995; 冯天瑜，1990; 刘震、张祎嵩，2013; 王亚南，2000; 张振国、马仲良，1987)
两大类。
“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基本一致的。影响或者决
定一个事物结局的原因一般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这些因素不是并列起作用，而是有主
有次，或者这些因素共同为某个因素的派生，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些观点，或多或少
都论述到了中国没有“率先”或者“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多因素论”的缺点是，
没有分出主次，仅仅并列地把这些因素当成“中国命题”的答案，没有找到决定性的原因。“单因素
论”大多论及从一个主要因素派生出多个因素起作用，从方法论上说优于“多因素论”。不过，这些
“单因素论”存在众多不一样的观点，本身就说明，真正的决定“中国命题”的原因还没找到，或者挖
掘不够深。其中，“制度论”( 中央集权制) 与“商人资本非独立论”尽管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实都是
把中央集权制度中的“地主经济”制度作为根本原因( 王亚南，2000: 116 ) 。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最
接近正确答案，但是这个观点仍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仍然没有找封建集权制中“地主经济”
导致不能满足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也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
键条件。
二、“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经济学经典。其
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当前的各种有关“中
国命题”的理论研究，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制度及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观点五花八门，
甚至南辕北辙，莫衷一是，但鲜有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研究的。
本文试着运用此理论做一分析。显然，只要分析一下中国是否具备《资本论》中论述的关于资本主
义起源的条件，就能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命题”。
1．《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
资本主义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生产方式。资本是资本主
义的逻辑起点，是支配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资本主义的一切运行规则和规律皆受资本的支配。
资本是“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研究资本的起源，或者说，资本的起源就
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起源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
( 1) 资本( 主义) 产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是历史的产物，是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货币变成资本的根本条件是劳动力
变成商品。而劳动力变成商品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劳动者必须是自由民，必须对自己劳动
力拥有所有权，以获得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否则，在身为农奴的封建依附关系中，劳动者无权
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即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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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如果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谋生，也不愿意出卖劳动力。
( 2) 资本产生的经济条件
当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具备，也不等于任何货币都能够变成资本。“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
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者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
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2009: 356) 这不但因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
料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还因为资本主义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如果货币量能够购买一定量生
产要素进行生产，但是生产的结果只够成本，而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家不会购买; 如果有一定剩余
价值，但这个剩余价值只够资本个人消费，而没有积累来源，再生产也无法进行。因此，货币要变成
资本的一个经济前提是，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量要足够大，达到既能够生产出剩余价
值，且剩余价值在满足资本家消费后还有足够维持超过简单再生产所需追加资本量的“余额”。
货币变为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规模的量。货币变为资本的历史条件是资本的“质”的要求，货
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则是资本的“量”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前史都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
段，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货币变为资本的“量”的要求使然，是货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的“历
史”实证。由于在资本产生之前，社会上没有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是资本的来源，所以在剩余
价值出现之前的“元资本”，即第一个资本，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达到那个“最低量”。
( 3) 资本( 主义) 产生的过程
资本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但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是遵循等价
交换原则的。这时，资本的流通公式就会产生以下矛盾: G—W—G + ΔG。其中，W 包含购买的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ΔG 是投入货币资本的一个增殖，即剩余价值。既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怎么会
多出一个 ΔG? 具体而言，就是: ( 1) 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矛盾; ( 2) 资本和剩余价值不能在交换
领域等价交换产生，但它却离不开流通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
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2009: 193)
关于第一个矛盾。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都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因此，增殖
ΔG 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既然流通领域不能创造 ΔG，货币也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变成资本。其
关键在于，虽然都在流通领域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
买，不同于消费品的购买。前者为了增殖，后者为了直接消费。前者的使用价值是其增殖的手段，
而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的体现; 后者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要
求，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增殖的秘密正是这种“社会属性”的使用: 使用劳动
者、运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如果不使用劳动者，则虽然购买了生产要素，仍然不能增殖一个原子。
关于第二个矛盾。流通，即使贱买贵卖，也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
值，因为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但是，如果不能在流通领域等价交换到一种特殊商
品———劳动力，则剩余价值也无从产生。这是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自身价值大的价
值。资本家使用劳动力进行劳动，即进行价值创造，劳动者除了创造自己的价值，还提供剩余劳动，
创造剩余价值。这是解开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全部秘密。
2．《资本论》对“中国命题”的解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告诉我们，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
条件有两个: 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二是有待
“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必须积累达到一
定的量才能“孵化”成“产业资本”。这两个条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决定性的、主要的条件。这
个条件不具备，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足够大，也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也就是说，无
法“孵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只要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条件，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
不够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量，迟早也会达到这个量，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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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些条件是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被孕育出来。
( 1) 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如何解决上述两个条件
为了对比，我们先分析一下最早诞生资本主义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按照历史发展的
顺序，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是先解决“货币量”问题的，即先积累大量的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这种资
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因为这种“商业资本”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商业利润”不外是贱买贵卖的结
果; 而真正的商业资本是资本诞生后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用于流通而需要的资本。为了达到能够
“孵化出”资本的足够量货币，商人资本家采取了与封建君主“合作”的方式: 商人借给封建君主货
币，帮助封建君主“集权”，从而使分散的“诸侯割据”式封建领主制度向“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
转变。君主通过商人提供的财政支持，可以扩充军队，进行扩张; 作为交换条件，商人则从国家获得
经营特许权，获取垄断商业利润，并借助国家的军队和行政力量，制定新的法律，实行“重商主义”
经济政策; 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商业贸易迅速向国内外拓展，乃至暴力开拓殖民地市场，完成了
“资本原始积累”。有了充足商业资本的积累，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就能顺利诞生，还需要将“原始
资本”( 商业资本) 转化为产业资本，即建立企业，从事以利润为目的生产。虽然“原始积累”阶段，
商人与封建统治者由于各取所需进行了“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越过“商业”的界限进入产
业。由于商人阶级与封建领主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利益的根本冲突。劳动者属于封建领主
的“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因而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领主之外的人( 在封建庄园内部也不存在
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农奴的劳动力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领主所有) ，产业资本所需的劳动力
商品无法购买到。为了创造劳动力商品这个条件，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只能推翻封建制度，摧毁农奴
制，解放农奴。在给予农奴“人权”和“自由”的口号下，新兴资产阶级带领农奴进行推翻封建制度
的资产阶级革命，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解放了的农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谋生，只能将
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这样，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顺利转变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
( 2) 中国是否具备资本主义起源的两个条件
我们同样先分析“货币量”这个条件。仅就这个货币量而言，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条件优于西
欧: 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不但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而且个别地方局部产生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即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当时，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全国性市场
初步形成，对海外的国际贸易有了一定的规模。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
时使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就算当时的“货币量”不足以产生资本，中国为何就不能像西
欧那样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呢? ( 唐文基，2005 ) 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成问题的。再看劳动力成为
商品这个条件。由于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式封建制度，就算到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 14
世纪、15 世纪，也延续了 1500 年左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像西欧那样，是与商业资产阶级合
作建立的，而是把“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在地主制封建经济中，劳动
者不但是“自由民”，而且还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小商品生产者; 就算在土地兼并中，部分农民失去土
地，仍然可以从地主哪里租种土地，并不改变其小农的身份，况且就算没有了土地，劳动者还有土地
之外的生产资料，比如农具、耕牛等。中国由于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的朝代周而复始地
更替，每个新的王朝初期都重新分配土地，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因此，中国的劳动者并不像
解放了的农奴那样是“一无所有”者。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中
国的农民只具备前面一个条件，因而“资本家”很难购买到足够的“长期”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也就无法普遍在中国出现，只能停留在萌芽状态。
( 3) 资本主义起源的生产力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人根据这一原
理，从生产力方面寻找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所以出现了文献综述中的“生产力落后论”
“科技水平落后论”( 朱华，2001) 。作为生产力整体水平，历史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综合生产力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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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西欧; 至于“科技水平落后论”则是将西欧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
科技革命成果，来对比中国的科技。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不过是手工业的集中分工与协作; 西欧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水平绝不会高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为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国，而出现在生产力水平不如中国的西欧
呢? 我们觉得，不能从个别国家去理解生产力的问题，而应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从世界结构的整
体去理解。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比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当然
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是最后的推动力量; 但不等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得依次递进，从低
级社会形态进入高级社会形态; 或者说，进入高一级社会形态的一定是生产力发展最高级的国家。
只要整体上世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新的社会形体就会在母体孕育，但这个母体是整个世界，
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 至于孕育着“母体”的位置在哪，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的发展状况
而定; 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国家，无论先进与落后。这个论点已被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不仅仅是
理论假说。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早出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西欧，而不是生产力相对先进的中国，是因
为，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程度。事实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尤其是
中国古典科技成果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等发明，也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问
题，世界杰出的思想家比如德国的马克思、英国李约瑟、日本汤浅光朝等，都多次论述过三大发明摧
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的重要贡献。除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三大发明”影响了西方资本主
义的产生，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曾影响西方的启蒙运动( 于传波，1991 ) 。此时中国
先进的生产力是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而不能仅仅看成是中国的生产力，因
为由这个生产力决定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世界整体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哪个国
家或者地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证明了这个论点。
三、“中国命题”马克思解对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发育得过早，中央集权制下的地主经济模式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在
这种地主经济模式下，劳动力不具备变为商品的条件，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中国命题”，不
但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马克思解”说明，不但中国在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
在外国资本的入侵下，也没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催生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后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条件了呢?
1． 现在的“农民工”，不具有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外资在内的私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
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所需劳动力从市场“雇佣”。这些雇佣的劳动力主体是从农村转移的剩余
劳动力。从形式上看，他们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性质。但仔细分析起来，即使是民营或者外资企业
里，从市场“雇来的”劳动力，也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商品不同的。区别正是在于我国的这
些“劳动力商品”他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村有承包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等
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本来意义的“工人”，而被称为“农民工”，本质仍然是农民。由于“比较优势”
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成了“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体系，以此加入了国际分工链，开启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80% 以上的劳动者都是农民。随着市场化的发展，
城市经济对劳动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性质，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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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反差，即城市务工收入高于农村务农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成为“农民
工。尽管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由于后备“农民工”的数量十分
庞大，仍然大大超过需求。其结果是，“农民工”由于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加上城乡分离的户籍制
度，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不是长期的“雇工”，只是短期的“农民工”。大多数农民工到年终都回家
了，而且次年也不一定再回到原来的企业。但是，农民工总体上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这种短期“农
民工”效应并没有太大影响企业用工; 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低素质劳动力，替代性强;
一波“农民工”离开，会有更多替补者进入。同时，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状况决定了企业可以用极低
的价格雇佣劳动力; 这种低成本的模式维持了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
的“人口红利”的秘密所在。
可是，这种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农村看，由于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吸引到城
市，农村很多地方成为“空巢”，土地抛荒，使国家粮食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供给受制于
人。从国家战略上说，产业长期在低端运行，导致付出高能耗、高污染的代价，得到的是却是低工
资、低附加值、低内需; 这造成两极分化严重，产能过剩，容易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宏观经济
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劳动力”角度分析，由于整个国家
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劳动力价值必须提高，企业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 由于低端产业
的利润微薄，工资成本的上升将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以致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
也在提高，“务农”( 含农村工商业) 的收入与“务工收入”差距缩小，农民工由于家里有生产资料，
有退路，于是回乡重新务农或者回乡创业。这就是前些年起每到春节过后，用工单位都会出现“用
工荒”的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持续，会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遇到困难。
要改变这种困境，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升级。但这种升级是很难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快
速实现的，它需要国家战略布局，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更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国家对这
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制定了产业升级的“新时代”战略方针，决
定“振兴乡村经济”。
2． 农村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根据“马克思解”，假定我国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需要创造出劳动力变成完全商品的条件，
即剥夺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可以是暴力式
的强制剥夺，也可以是先通过土地私有化，然后自然发生土地兼并，大多数农民重新失去土地，沦为
一无所有的自由民。“暴力式”剥夺显然在我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性;“土地私
有化论”却是有一定市场的。无论是一些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有人主张我国的土地私有
化，或者变相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的主张，正是代表了资本的愿望和利益，这种主张符合“马克
思解”中资本运行的规律。假定这种私有化的主张得以实现，是否会像主张土地私有化者的愿望
那样发展呢?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新中国建国后的情况，答案就很清楚了。由于中国不能产生完整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这个任务最后是由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大革命”代为完成，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部分。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土地改
革”使全国农民成为了拥有私有土地的商品生产者。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这个阶段，刚好就是上
面假定的“土地私有化”的状况。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如果允许土地买卖，则在价值规律作用下
土地多数会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重新分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回到解放前的半封建半资本
资本主义的状态，农村劳动力仍然不能变为商品; 如果通过法律禁止土地转让，则农村将永远停留
在“小农经济”的状态，土地不能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
高，则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足够的剩余产品，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剩余劳动力，更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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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了。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在土
地私有化条件下，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 或者新民主主义道路) 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土地私有
化后自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都不能完成。
改革开放后，农村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这一制度，在当
时是必要的; 但通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建设，“小农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所以党中央的提出新的
“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提出了“振兴乡村经济”的口号。乡村经济如
何振兴，农村改革的方向如何确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振兴乡村经济，就是要改变农村
分散的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同时在保证我国粮食自给的前提下，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
力，使之成为工商业的劳动力提供者; 从而尽快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建立和完善我
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上所述，由于土地私有化条件下无法完
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振兴乡
村的任务只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改革和完善经营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3． 根本出路是农村经济“农工商一体化”
农村私有化不能为城市工商业提供实质“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农村坚持集体所有制条件
下，不是更加不能为城市经济提供“劳动力商品”吗? 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 1) 城市工商业经济
的发展劳动力问题如何解决? ( 2) 农村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城市经济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另一
部分是包括外资在内的民营经济。根据上面的分析，假定没有国有经济，全部实行私有制，资本主
义性质的企业不能购买到足够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因而发展不起来。没有长期“劳动力商
品”的提供，则劳动力素质不能提高，产业升级也遇到瓶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城市经济中也要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其中，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应该与私有制企业中劳动力在商品性质有所区
别; 余下的部分民营经济的劳动力属于商品性质，可以用现有城市新就业人口( 含来自农村的大部
分中高等学校的毕业生) 就能基本满足现有这类企业的“雇工”问题，这就解决了“农民工”带来的
矛盾。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可以到国有经济中就业，余下的大部
分，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工商业化的途径，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
种方式: ( 1) 南街村式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建成农工商联合体。( 2) 股份合作
制。农民可以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规模化经营，建成农工商联合体。
( 3) 土地流转。农民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集中进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参与分
红，农民的劳动力则出售给企业，成为企业的雇工。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而不是全部农村“城
市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观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
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之路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信息化，而我国为
何不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 这一字之差反映了中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也进一步反映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城镇”在中国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介于二者之间，本质
上是农村内部农工商业一体化的产物。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之后，仍然存在农村与城市新型“二
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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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swer from Marxist Economics to Weber’s Hypothesis about China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the Direction of Ｒural Ｒ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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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Weber＇s hypothesis about China is that wh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did not emerge first in an ori-
ental country like China，and Weber’s answer is that China’s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lack the ethics that Protestantism
possesses． Weber’s answer stirred up much controversy，and the success of capitalism in East Asian countries，which be-
long to the sphere of Chinese culture，has proved its falseness．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lthough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hypothe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nswer to Weber’s hypothesis by adop-
t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capital． The answer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landlord economy in the feudal centralism
of China caused the lack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which labor commodity was produced． The answer from Marxist theory
does not only solv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puzzle，but also create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answer shows that China
still does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which complete labor commodity can be produced． And that is also an impor-
tant reason wh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and new era． China can only tak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and the path of revitalizing the rural economy．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hould be devel-
oped locally only under the premise of sticking to the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and adopt management modes of
various types of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industry and business according to local factor endowments．
Keywords: Weber’s hypothesis about China，answer from Marxist theory，labor commodity，direction of rural re-
form，collectiv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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